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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侵蚀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识别是当前研究的核心与前沿议题，然而从多因素综合

作用的角度进行定量归因仍需加强。以喀斯特典型峰丛洼地流域为研究区，基于GIS手段和

RUSLE模型模拟土壤侵蚀，综合土地利用、坡度、降雨、高程、岩性、植被覆盖度等影响因子，应

用地理探测器方法针对喀斯特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进行土壤侵蚀的定量归因研究。结果表

明，各影响因子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及因子间耦合作用程度在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差异显著，

其中土地利用和坡度是决定土壤侵蚀空间异质的主导因子，但在山地丘陵区，随着地形起伏度

的升高，坡度的控制作用下降，即地理探测器 q值表现为中海拔丘陵>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

山；生态探测器显示土地利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因子有显著差异；双因子交互作用

有助于增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土地利用与坡度的协同作用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达到70%

以上；对于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检验，风险探测器显示在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等地

貌形态类型中，具有显著差异的影响因子分层组合数占比至少55%。因而，喀斯特地区土壤侵

蚀的治理应综合考虑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土壤侵蚀影响机制的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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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水蚀和风蚀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7%[1]。西南喀斯特地区是水蚀最为严重的区域，土壤侵蚀已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头号问
题，喀斯特地区特有的地上地下二元水文结构、湿润的气候条件以及碳酸盐岩基底为土壤
侵蚀的内在原因，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成为其外在驱动力，林退、草毁、陡坡开荒加剧土
壤侵蚀，浅薄的土层流失殆尽造成更为严重的石漠化问题[2-4]，进而土地退化、旱涝灾害
频发，生态系统几近崩溃。科学认识和定量评估地理环境因子、人类活动及其耦合作用
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对遏制该地区的水土流失及推进石漠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至关重要。

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的高度脆弱性、特殊的水文地质结构及石漠化问题引起国内外
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诸多有关土壤侵蚀的研究在该地区开展。在喀斯特土壤侵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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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识别方面，王尧等[5]探究了贵州省乌江流域土地利用及植被覆盖度与土壤侵蚀的关
系，并指出旱地土壤侵蚀最为严重，因而耕地进行坡改梯建设可有效防治水土流失[6]；张
信宝等[7]提出植被破坏和土地垦殖等活动会加剧纯碳酸盐岩坡地土壤的地下漏失；熊康宁
等[8]指出，地质、地貌因素是石漠化脆弱生态系统得以存在、发展的载体和物质基础，并
决定了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运行规律。在喀斯特土壤侵蚀定量估算方法上，Bai等[9]

采用 137Cs及 210Pbex方法研究喀斯特流域土壤侵蚀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发现 1979年森
林砍伐后，土壤侵蚀的净侵蚀速率大大增加；Feng等[10]在广西喀斯特流域使用RUSLE模
型及 137Cs示踪法进行土壤侵蚀模拟，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和降雨的变化时，两种方法得到
的结果的一致性较好，但由于喀斯特地区地表径流的不连续性，RUSLE模型中坡长因子
对DEM精度有较高要求；Peng等[11]基于坡面径流小区实验揭示了不同的降雨机制及土地
利用方式对水土流失及地表径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尽管上述工作均聚焦于地理环境因子、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但对于要素之
间及变量组合的综合比较尚显缺乏，而且大多数采用相关或回归统计方法，对于多因子
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的定量归因相对薄弱。事实上，传统的统计分析或空间分析手段并不
能定量化地给出影响因子对土壤侵蚀的作用程度，而地理探测器方法则可通过探测地理
现象的空间分层异质性来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力，该方法不仅在社会科学[12-13]、人类健康[14]

等方面应用广泛，在自然科学[15]和环境科学[16]中的应用也逐渐普及，其核心假设为：如
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一
致性[17]。因此本文以地貌形态类型空间分布作为宏观背景，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开展喀
斯特流域土壤侵蚀的多因子定量归因，以期甄别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的主导影响因子及
交互作用，为喀斯特地区生态治理及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以贵州省西北部的典型喀斯特峰丛洼地流域（三岔河流域）为案例区，该区位

于贵州省乌江流域西南部（图1），流域面积为4860 km2。三岔河为乌江的一级支流，河
流全长325.6 km。研究区基岩以碳酸盐岩为主，夹杂少量非可溶岩，岩溶作用形成的地
上地下的二元结构使得三岔河流域地面河网系统匮乏，地下河网发达。喀斯特多呈垂向
发育，存在大面积陡坡[18]，易发生土壤侵蚀。土层浅薄、成土速度慢、土壤生态物理性
状差，缺少半风化母质层，土石之间黏着力较低，存在明显的软硬界面，易产生水土流
失及土块滑移[18]。三岔河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降水量在1100 mm左右，雨量
充沛且多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5月-10月份。植物群落单调，森林生态功能较弱。喀斯
特地貌地表破碎，耕地分散，且人口众多，人地矛盾突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造成
严重的水土流失。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RUSLE模型进行土壤侵蚀量计算需要的数据包括：鉴于喀斯特土壤侵蚀的计算
对于地形数据的分辨率较为敏感，本文采用 9 m空间分辨率DEM影像（Google Earth）；
基于2010年2景30 m分辨率TM影像（美国地质调查局官网https://glovis.usgs.gov/）及野
外调查定点数据，采用ENVI软件监督分类方法进行影像解译得到土地利用数据，并在
已有GPS样点中抽样选取部分样点进行验证（图2c），Kappa系数值为0.81，数据较为可
靠；1 km分辨率土壤机械组成数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国际系统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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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IIASA）建立的土壤数据库（HWSD））；三岔河流域及周边地区28个气象站点数
据（国家气候中心），使用专业气象插值软件ANUSPLIN对气象站点进行插值得到栅格
数据。根据周成虎等[19]有关地貌分类的研究成果，研究区域内喀斯特地貌形态类型包括
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中海拔平原、中海拔丘陵及中海拔台地5种（图2a），地貌形
态类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针对这 5种地
貌形态类型进行土壤侵蚀主导因素探测分析，本文选取的因子有：岩性（http://www.
resdc.cn） （图 2b）、土地利用类型（图 2c）、坡度（图 2d）、降雨（图 2e）、植被覆盖度
（250 m、https://glovis.usgs.gov）（图2f）及海拔（图1）。
2.3 研究方法
2.3.1 RUSLE模型 在土壤侵蚀和土地退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传统的基础研究如径流
小区法、降雨侵蚀模拟法不能及时获得区域内土壤侵蚀数据，依赖基础研究进行生态治
理会导致水土保持措施的滞后性[20]，因此模型模拟方法逐渐受到青睐，其中RUSLE[21]模型
是国际上广为流行的一种模型，不仅弥补了野外观测在大尺度应用上的局限性，而且适
合多尺度的模拟研究[5, 10]，在不同尺度的模拟中取得较好效果。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A = R × K × LS × C × P （1）
式中：A表示年均土壤侵蚀量，单位（t ha-1 a-1）；R表示降雨侵蚀力，单位（MJ mm ha-1

h-1 a-1）；K为土壤可蚀性因子，单位（t ha h MJ-1 mm-1 ha-1）；LS为地形因子，也称为坡
长坡度因子；C是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P是水土保持措施因子；LS、C、P是无量纲。

降雨侵蚀力因子反应了降雨特征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如降雨强度。本文采用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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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chmeier提出并由Arnoldus[22]修正的降雨侵蚀力的公式来模拟降雨侵蚀力，公式如下：

R =∑
i = 1

12 æ

è
çç

ö

ø
÷÷1.735 × 10

1.5 × log
Pi

2

P
- 0.8188

（2）

式中：Pi和P分别表示月均降雨和年均降雨，i =1, 2…, 12，表示月份。
K为土壤可蚀性因子，是关于土壤属性的函数，本文使用Williams等[23]提出的侵蚀力

影响计算器来计算（EPIC），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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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岔河流域地貌形态类型及土壤侵蚀影响因子(岩性、土地利用类型、坡度、降雨、植被覆盖度)
Fig. 2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in the Sancha River Basin (a)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il erosion

(b. lithology; c. land use type; d. slope; e. rainfall; f. vegetation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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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 = 1 - Wd

100
（4）

式中：Wd是砂粒含量（%）；Wi是粉粒含量（%）；Wt是黏粒含量（%）；Wc是有机碳含量

（%）。

由于喀斯特地区的地上地下二元结构，LS因子对RUSLE模型较为敏感，考虑到高精

度地形数据对于喀斯特土壤侵蚀模拟的重要性，本文采用Google earth提供的9 m空间分

辨率DEM作为计算坡度坡长因子的基础数据。并选用由McCool等[24-25]提出、Zhang等[26]

修正的LS计算方法，公式如下：

LS = æ
è

ö
ø

λ
22.13

α

（5）

α = æ
è
ç

ö
ø
÷

β
β + 1

（6）

β = sin θ
3 ×(sin θ)0.8 + 0.56

（7）

S =

ì

í

î

ïï
ïï

10.8 × sin θ + 0.03 ( )θ < 9%, λ > 4.6m

16.8 × sin θ - 0.5 ( )θ≥ 9%, λ > 4.6m

3 ×(sin θ)0.8 + 0.56 ( )λ≤ 4.6m

（8）

式中：λ是坡长；α是可变坡长指数；β是随坡度变化的系数；θ是坡度。

植被覆盖和管理因子（C）和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的计算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标

准，本文C和P因子的计算参考前人在喀斯特地区进行的研究[6, 10]，C因子和P因子的赋

值标准如表1所示。

RUSLE模型中各因子数据来源、分辨率有所差异，需对数据进行统一化处理，在

ArcGIS 10.2 中将 RUSLE 模型中各因子的空间分辨率统一为 30 m，投影坐标统一为

Albers_Conic_Equal_Area。本文中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分辨率为30 m，以此为基准

分辨率；将9 m分辨率的LS因子尺度上推为30 m；由于1 km空间范围内的降雨量差异

较小，尤其是年和月尺度，因此将插值后1 km分辨率的降雨数据降尺度为30 m是可行

的；土壤类型在1 km范围内空间异质性较低，且K因子数值较小，因此将其尺度下推为

30 m，不影响其精度。

2.3.2 地理探测器的原理与应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通过探测要素的空间分层异质性来

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方法，空间分层异质性是指层内方差之和小于层间总方差的现象，

分异性的大小由地理探测器的q值来衡量[17]。该方法主要应用于空间分异性的影响因素识

别与作用机制的研究 [12]，影响因素通常是类别变量，这一特点对土壤侵蚀的探测十分

重要。地理探测器包括4个模块：因子探测器、风险探测器、交互作用探测器、生态探

测器。

因子探测器探测因变量的空间分异性，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其大小用 q

值来衡量[27]，公式如下：

表1 C值和P值的赋值标准
Tab. 1 C value and P value

土地利用类型

C值

P值

水田

0.1

0.15

旱地

0.22

0.4

有林地

0.006

1

疏林地

0.01

1

灌木林

0.01

1

草地

0.04

1

水域

0

0

建设用地

0

0

裸岩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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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1 -∑h = 1

L

Nhσh
2

Nσ2
= 1 - SSW

SST
（11）

SSW =∑
h = 1

L

Nhσh
2, SST = Nσ2 （12）

式中：h =1, 2…, L为自变量X的分层；Nh和N为层 h内和区域内的单元数；σ2
h和σ2分别

是层h和全区的Y值的方差；SSW为层内方差之和；SST为区域总方差；q为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解释力，q∈[0, 1]，q值越接近于1，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根据q值
大小可识别土壤侵蚀的主导因子。q值的一个简单变换满足非中心分布，地理探测器软
件可对q值显著性做出检验[17]。

生态探测器可比较影响因子对土
壤侵蚀空间分布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
异，使用F检验度量[17]；交互作用探
测器是地理探测器相对于其他统计方
法的最大优势，可用来探测双变量间
的交互作用，通过对比单因子 q值及
双因子 q值的大小可判断两因子间交
互作用的方向及方式，该方法对于相
互作用的假设不仅限于传统统计学方
法，如 Logistic 回归假设的相乘关
系，而是只要有交互作用就能够被检测出来[17]，交互作用方式判断依据如表2所示；风险
探测器可判断影响因子的层间土壤侵蚀量是否有显著差别，并识别土壤侵蚀高风险区域。

地理探测器的输入变量要求为类别数据，需对连续型变量做离散化处理，土地利用
类型、岩性、地貌按类别分类，结合王劲峰等提出的数据离散化方法[17]及先验知识，将
植被覆盖度按照< 0.3、0.3~0.4、0.4~0.5、0.5~0.6、0.6~0.7、0.7~0.8、0.8~0.9、0.9~1 分
为 8类，降雨、海拔数据按照等间距分类法分成 9类，坡度按照< 5º、5º~10º、10º~15º，
15º~20º、20º~25º、25º~30º、30º~35º、> 35º等级分为 8类。使用ArcGIS 10.2中的渔网点
功能将栅格数据提取到点，采样间距为500 m，共提取19686个点，作为地理探测器的运
行数据。针对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土壤侵蚀影响因子采取一致的分层方法，确保在同
样空间分层条件下探究因子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保证了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之间结果的
可比较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域土壤侵蚀及地理环境因子统计
2010年三岔河流域的土壤侵蚀量的范围为0~124.44 t ha-1 a-1，均值为11.37 t ha-1 a-1，

该数值与Feng等[10]应用 137Cs方法得到的广西喀斯特峰丛洼地土壤侵蚀结果较为一致，此
外，Zeng等[20]应用RUSLE模型模拟贵州省印江县土壤侵蚀，得到 2013年土壤侵蚀量为
18.84 t ha-1 a-1，Febles-Gonzalez等[28]在古巴哈瓦那喀斯特地区进行土壤侵蚀模拟，结果
为12.3~13.7 t ha-1 a-1，与本文土壤侵蚀模拟结果较为接近。三岔河流域土壤侵蚀具有空
间异质性（图3），流域上中游的土壤侵蚀较下游严重。由表3可知，不同地貌形态类型
分布区的地理环境因子也具有空间异质性，山地丘陵区平均坡度较大，平原、台地地区

表2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交互作用方式
Tab. 2 Typ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covariates

判据

q(X1∩X2) < Min(q(X1), q(X2))

Min(q(X1), q(X2))< q(X1∩X2) <
Max(q(X1), q(X2))

q(X1∩X2) > Max(q(X1), q(X2))

q(X1∩X2) = q(X1)+ q(X2)

q(X1∩X2) > q(X1)+ q(X2)

交互作用

非线性减弱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双因子增强

独立

非线性增强

注：X1和X2代表土壤侵蚀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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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较小；中起伏中山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降雨量则相反；耕地主
要集中于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中海拔
丘陵等地，坡耕地主要分布于小起伏中山及
中起伏中山等地。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土壤侵
蚀均值差异显著，受坡度、地形、降雨及人
类活动等因素综合影响中海拔丘陵地区平均
土壤侵蚀量最大，小起伏中山次之，中海拔
台地地区土壤侵蚀量最小。
3.2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不同地貌形态类型下

土壤侵蚀定量归因
3.2.1 土壤侵蚀影响因子的显著性研究 因
子探测器的运行结果表明，不同地貌形态类型下土壤侵蚀的主导影响因子及其解释力有
显著差异（表4）。影响因子的作用显著性受地貌形态类型区域内部特征影响，如海拔在
中海拔台地地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不显著，但在中起伏中山地区却高达 19.3%；土地
利用类型对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的解释力显著高于其他影响因子，各地貌形态类型中均达
到 51%以上，中海拔台地地区甚至高达 68.5%；坡度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呈现如下规
律：在山地丘陵区，随着地形起伏度的上升解释力下降，在相对平坦的地区，呈现相反
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q值在山地丘陵区的排序：中海拔丘陵>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
在平原、台地等相对平坦的地区，中海拔台地的q值大于中海拔平原；降雨对土壤侵蚀
的解释力在不同地貌形态类型中相差悬殊。生态探测器显示中海拔平原、中海拔台地地
区土地利用对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区别于其他因子；中海拔丘陵、小起伏中山
地区土地利用及坡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显著区别于其他因子；中起伏中山地区土地利
用、海拔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因子有显著差异。

图3 2010年三岔河流域土壤侵蚀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erosion in the Sancha

River Basin in 2010

表3 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土壤侵蚀量及地理环境因子统计
Tab. 3 Soil erosion and geographic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中海拔平原

中海拔台地

中海拔丘陵

小起伏中山

中起伏中山

土壤侵蚀量
（t ha-1 a-1）

8.32

6.49

12.62

11.87

10.22

坡度
(°)

4.80

3.97

11.00

14.91

16.34

降雨
(mm)

1233.82

1172.98

1199.28

1136.88

1096.33

海拔
(m)

1256.51

1445.74

1383.46

1482.15

1775.38

耕地面积
(km2)

17.54

19.92

159.60

656.15

189.62

陡坡耕地面积
(km2)

0.06

0.02

3.41

51.67

23.70

区域总面积
(km2)

98.30

99.64

717.72

3016.14

928.89

表4 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影响因子q值统计
Tab. 4 The q valu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中海拔平原

中海拔台地

中海拔丘陵

小起伏中山

中起伏中山

土地利用类型

0.622

0.685

0.513

0.567

0.620

坡度

0.082

0.086

0.126

0.071

0.062

降雨

0.091

0.037

0.010

0.051

0.089

岩性

-
-

0.031

0.01

0.037

植被覆盖度

-
-

0.059

0.005

0.005

海拔

0.028

-
0.010

0.013

0.193

注：“-”表示q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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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土壤侵蚀影响因子交互作用研究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5种地貌形态类型区，影
响因子两两交互作用均会增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内主导交互作用
类型有差异，将解释力排在前三位的交互作用方式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除
中海拔平原外，交互作用解释力排在第一位的均为土地利用类型与坡度的协同作用，是
土壤侵蚀的显著控制因子，解释力均高于70%，意味着坡度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或坡度
相同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土壤侵蚀差异大，如25°的坡耕地和5°的坡耕地，或25°的坡
耕地和 25°的林地间土壤侵蚀量相差悬殊。中海拔平原地区，陡坡开垦较少（表 3），土
地利用方式相对合理，因此土地利用类型叠加坡度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稍微降低，但仍
达到 67.1%，而此地貌形态类型内土地利用类型与降雨的叠加可解释 71%的土壤侵蚀空
间分布。不同地貌形态类型，第二、第三主导交互作用均为土地利用类型叠加某一影响
因子，但存在差异（表5）。此外，坡度与降雨的叠加可大大增加单因子对土壤侵蚀的解
释力，表现为非线性增强，5种地貌形态类型中解释力最高可达21.3%，最低为13.8%。

3.2.3 土壤侵蚀高风险区域识别及影响因子层间土壤侵蚀量差异性判别 由因子探测器及
交互作用探测器可知，影响因子及其组合的交互作用对土壤侵蚀空间分布解释力不同，
运行风险探测器模块可探测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特征，识别出土壤侵蚀高风险区域（置信水
平95%）（表6），并判断影响因子的层间土壤侵蚀量差异是否显著，进而可统计有显著差
异的分层组合数的百分比（表7）。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土壤侵蚀高风险区差异明显（表6），
在小起伏中山地区，随着坡度的上升土壤侵蚀量上升，在其余4种地貌形态类型中，坡
度与土壤侵蚀的关系存在拐点，即为表6中坡度的高风险区域；旱地的土壤侵蚀最为严
重，但不同地貌形态类型下平均侵蚀量有差异；三岔河流域的土壤侵蚀随植被覆盖度的
变化特征不同于其他非喀斯特地区，而是存在一个临界值，低于这个临界值，土壤侵蚀
随植被覆盖度的上升而增加，高于这个临界值，土壤侵蚀随植被覆盖的上升而减小。地
质条件是土壤侵蚀发生的背景，不同岩性的土壤侵蚀量与其所处的地貌区的气候、地形
及人为因素有关，在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内，发生最大土壤侵蚀的岩性均不相同；海拔
与土壤侵蚀的空间分布不具备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相关关系，达到土壤侵蚀最大值的海拔
区间亦不相同。不同地貌形态类型中各影响因子的层间土壤侵蚀量有显著差异的组合数
百分比相差悬殊（表7），土地利用在不同地貌形态类型中的层间差异最大，具有显著差
异的百分比达到90%以上；坡度的层间差异在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中海拔丘陵等
平均坡度较大地区远大于中海拔平原、中海拔台地等平均坡度较小地区；降雨及海拔的
层间差异在中海拔平原地区达到 100%，在小起伏中山及中起伏中山地区高于中海拔丘
陵、中海拔台地地区；岩性及植被覆盖度的层间差异均较低。

表5 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土壤侵蚀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探测
Tab. 5 The domin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covariates in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地貌形态类型

主导交互作用1

q

主导交互作用2

q

主导交互作用3

q

中海拔平原

土地利用类
型∩降雨

0.710

土地利用类
型∩植被覆盖度

0.695

土地利用类
型∩岩性

0.682

中海拔台地

土地利用类
型∩坡度

0.764

土地利用类
型∩植被覆盖度

0.720

土地利用类
型∩降雨

0.708

中海拔丘陵

土地利用类
型∩坡度

0.726

土地利用类
型∩海拔

0.567

土地利用类
型∩降雨

0.566

小起伏中山

土地利用类
型∩坡度

0.707

土地利用类
型∩降雨

0.648

土地利用类
型∩岩性

0.586

中起伏中山

土地利用类
型∩坡度

0.742

土地利用∩降雨

0.679

土地利用∩海拔

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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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地貌形态类型从宏观上控制着地

表过程的发生和发展，土壤侵蚀作为

地表过程的一种，在不同地貌形态类

型下的侵蚀特征差异显著。土地利用

类型是最为显著的主导因子；坡度对

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在中海拔平原、丘

陵、台地等地形相对平坦的地区显著

大于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等地表

起伏度相对较大的山地地区，这可能

是因为在相对陡峭的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差异、生态脆弱，土壤侵蚀的影响因素更为

复杂，因此坡度对土壤侵蚀的空间解释力降低；相比于其他4种地貌形态类型，海拔在

中起伏中山地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最高，原因为中起伏中山地区内部相对高差较大，

植被垂直分异性明显，海拔的分层能够体现植被、气候及地形的综合差异；岩性、植被

覆盖度在中海拔平原、中海拔台地地区影响不显著，尽管上述因子在侵蚀发生角度及坡

面尺度都是土壤侵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子，但在特定地貌形态类型下对土壤侵蚀的控制

作用不明显。

地理过程的复杂性往往导致影响因子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共同作用的，其作用耦

合程度的探讨仍然是尚未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地理探测器进行土壤侵蚀影响因子两两

交互作用的探讨，以期发现土壤侵蚀影响因子间作用的规律。结果表明坡度与土地利用

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在各个地貌形态类型中均高达67%以上，王尧等[5]曾

指出乌江流域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差异显著，且随着坡度的增加，土

壤侵蚀量明显增加，这与本文的坡度与土地利用交互作用可大大增强对土壤侵蚀的控制

作用相符合。这一点也论证了退耕还林及禁止陡坡耕地的必要性。此外，坡度与降雨的

叠加增强了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坡度与降雨是土壤侵蚀发生的必要条件及动力基础，

降雨遇到陡坡极易造成水力侵蚀；坡度与岩性的叠加也可增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岩

表6 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土壤侵蚀高风险区域及其平均值(t ha-1 a-1)
Tab. 6 High risk areas of soil erosion and its mean value (t ha-1 a-1) in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坡度(°)

平均值

土地利用类型

平均值

植被覆盖度

平均值

岩性

平均值

海拔(m)

平均值

中海拔平原

20~25

19.9

旱地

22.6

0.5~0.6

9.35

灰岩与碎屑岩互层

13.93

1087~1235

11.1

中海拔台地

15~20

19.02

旱地

15.36

< 0.3

10.02

灰岩夹层

9.49

1531~1679

13.13

中海拔丘陵

30~35

24.38

旱地

23.43

0.8~0.9

14.5

碎屑岩

19.52

1383~1531

12.15

小起伏中山

>35

22.28

旱地

24.36

0.9~1

14.17

白云岩夹层

15.59

1383~1531

12.44

中起伏中山

25~30

14.41

旱地

21.9

0.5~0.6

10.7

白云岩

20.07

1235~1383

15.84

表7 各影响因子中有显著差异的分层组合数的百分比(%)
Tab. 7 The percentage of stratification combinat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

土地利用

坡度

降雨

海拔

岩性

植被覆盖度

中海拔
平原

90.91

40.00

100.00

100.00

0.00

33.33

中海拔
台地

100.00

16.67

33.33

0.00

0.00

35.71

中海拔
丘陵

92.86

78.57

33.33

42.86

60.00

75.00

小起伏
中山

100.00

92.86

91.67

69.44

64.44

60.71

中起伏
中山

93.33

85.71

78.57

75.00

55.56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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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土壤形成的基础，不同岩性背景决定了地下岩层及地表土壤的特性，喀斯特地区岩
石风化成土速度慢、土层浅薄且土壤缺少母质层，土体和岩石之间存在显著的“软硬界
面”[18]，在坡度较高的地区极易受到重力及其他外力作用发生土壤侵蚀。

陈思旭等[29]指出南方土石山区土壤侵蚀随着坡度的上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临界值为15°~25º，本文得到类似结论，中海拔平原地区临界值为20°~25°，中海拔丘陵
地区临界值为30°~35°，中海拔台地地区临界值为15°~20°，中起伏中山地区临界值为25°

~30°；已有研究表明乌江流域植被覆盖度对土壤侵蚀的作用存在临界值[5]，本文中起伏中
山、中海拔平原地区，植被覆盖度的临界值为0.5~0.6，产生此现象的原因为植被覆盖度
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较大坡度；此外，不同的地貌形态类型区高风险土壤侵蚀区域的降雨
量、岩性、海拔梯度差异显著。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各影响因子的层间土壤侵蚀量的差
异性有显著区别，层间差异最大的因子为土地利用类型，坡度、降雨、海拔、岩性及植
被覆盖度等因子的层间差异性参差不齐。因此在制定政策及划分土壤侵蚀重点治理区
时，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不同地貌形态类型间土壤侵蚀空间分布及影响因子的层间差
异性，有针对性的选取治理范围。

国内外研究学者借助不同方法，进行不同尺度的土壤侵蚀研究，研究成果之间对比
性差，不利于结果的验证，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中，RUSLE作为国内外最流行的经验公式
在大尺度的侵蚀模拟上得到普遍认可。尽管本文综合考虑了喀斯特地区特有的石林及有
效坡长等因素，选取 9 m 分辨率 DEM 用于 RUSLE 模型，大大提高了 LS 因子的模拟精
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喀斯特部分地区土层浅薄，重度石漠化地区甚至无土可
流，RUSLE模型的模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三岔河流域的土壤侵蚀，基于土层厚度
的RUSLE模型修正工作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5 结论

本文使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剖析了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域内土壤侵蚀空间分布的主导
影响因子及因子间的交互影响程度，并识别出土壤侵蚀高风险区域及影响因子层间土壤
侵蚀量的差异性。主要得到以下结论，以期为土壤侵蚀的治理提供参考。

（1）本文选取的6个影响因子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不同，在5种地貌形态类型中排在
第一位的均为土地利用类型；影响因子及因子间对土壤侵蚀影响的差异性在不同地貌形
态类型区有差异。

（2）因子间交互作用均能增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土地利用类型和坡度的协同作
用最为显著，禁止陡坡耕地及退耕还林等措施可有效防治当地的水土流失；坡度与降雨
的叠加大大增强对土壤侵蚀的解释力，因此在强降雨陡坡地区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治措
施，以减缓灾害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

（3）在土壤侵蚀治理工作中，应综合考虑地貌类型的宏观控制作用，根据土壤侵蚀
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定量归因结论，本文明确了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土壤侵蚀
的重点治理区域。在小起伏中山地区的重点治理区域为：坡度大于 35°的陡坡、海拔
1383~1531 m、旱地、白云岩夹层分布的地区；中起伏中山：坡度 25°~30°、海拔 1235~

1383 m、旱地、白云岩分布的区域；中海拔平原地区：坡度20°~25°、海拔1087~1235 m、
旱地、灰岩与碎屑岩互层分布的区域；中海拔丘陵：坡度 30°~35°、海拔 1383~1531 m、
旱地、碎屑岩分布的区域；中海拔台地：坡度15°~20°、海拔1531~1679 m、旱地、灰岩
夹层分布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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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soil erosion in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in karst areas: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WANG Huan1, 2, GAO Jiangbo1, HOU Wenjuan1

(1.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dentification of soil erosion are
the core and frontier issues of current research. However, studies on the multifactor synthesis
are still insufficient. In this study, the simulation of soil erosion and its quantitative attribution
analysi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in a typical
karst basin based on the RUSLE model and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land use type, slope, rainfall, elevation, lithology and vegetation cover, have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ngth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ix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il erosion was notably different in various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Land use type and slope were the dominant factors of soil erosion in the
Sancha River Basin, especially for land use type whose power of determinant (q value) for soil
erosion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factors. The q value of slope decli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elief in mountainous areas, namely it was ranked as follows: middle elevation
hill > small relief mountain > middle relief mountain. Multi-factor interactions were proven to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soil erosion, particularly for the combination of land use type with
slope, which can explain 70% of soil erosion distribu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soil erosion in
the same land use type with different slopes (such as dry land with a slope of 5°and dry land
with slopes above 25°) or in the diverse land use types with the same slopes (such as dry land
with a slope of 5° and forest with a slope of 5°), varied greatly. This indicates that prohibiting
steep slope cultivation and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are reasonable measures to harness soil
erosion in karst areas. Based on statistics of soil erosion difference between diverse
stratifications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results of risk detector suggest that the amount of
stratification combinat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ccounted for 55% at least in small and
middle relief mountains. Therefor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soil eros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types of geomorphology should be investigated to control
karst soil loss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 soil erosion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 RUSLE model; geographical detector;
Sancha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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